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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理性思维　注重人性关怀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一场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

平静的生活，也搅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人与疫、生与死的对垒之外，不同意见的纷争、相

异观念的对峙，以更为热闹的形式登场。放眼历史长

过程，这也许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然而，作为 21 世

纪初的重要事件，疫情的历史影响将是深远的。这种

影响的具体意义，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渐渐清晰，

但在疫情已暂时告一段落之时，对其无疑可作一阶段

性的反思。

尊重理性呼唤实事求是的精神

与纯粹的自然变迁有所不同，疫情发生固然有自

然的根源，但其蔓延、应对，则与社会治理存在多方

面的关系。从社会的层面看，疫情初起之时，相关职

能部门的反应、处置，无疑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对此

做深入的反思，是应当而且必要的。然而，在应对措

施实行之后，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其中体现的治理

成效和万千民众所展现的人性光辉，同样需要正视和

承认。对后一方面视而不见或刻意贬抑，无疑既缺乏

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合宽厚之道。

作为历史中形成的社会形态，体制的运行过程需

要不断根据现实加以变革和调整。现代社会面临的具

体问题之一是社会治理，提高执政能力与提高治理水

平，也无法彼此相分。通过考察常规性的运行过程以

发现问题，是改善治理的一个方面 ；在重大的自然或

社会事件出现后，反思体制与治理过程中的不足，更

是题中应有之义。荀子曾言 ：“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

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 

（《荀子·强国》）从治理过程看，既应留意日常之事，

也需关注突发的重大之事，疫情的发生和控制，便属

于这一类重大事件。疫情初起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包

括上下沟通的途径，特定地区的应变举措，信息发布

和传导的透明，等等，在不同程度上都

存在需要加以反思、总结的方面，这种

反思，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可能的

事变，而由此形成的治理方式等方面的

改善和调整，则需要基于务实、具体的

研究。这里需要避免两重倾向 ：一是以

浪漫、空泛、哗众取宠的议论，取代客观、

切实的研究 ；二是讳疾忌医、刻意掩饰。

前者通常只能博得舆情的赞颂，而并不

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后者则容易导致普

遍的社会反感和对立，并可能封闭改进

治理的大门。二者都无益于体制及其运

行过程的完善。

较之 2003 年的非典（SARS），此

次疫情中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各种新媒

体的登场 ：近年逐渐流行的新媒体几乎

成为民间传媒的主角。新媒体的走红，

既折射了互联网络的发展，也反映了民

间对信息的渴求 ：大众普遍希望以最

快、最方便的方式，了解各种事变，交

流不同观点。作为传媒的新形式，新媒

体所具有的快捷、便利、覆盖面广等特

点，对大众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事实上，

阅读或浏览各色新媒体，已成为大众获

取信息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而各种

意见的交锋、不同议论的登场，也常常

以新媒体为其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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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民间有广泛影响的新媒体，

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后者突出地体现于

情绪化和意见化。在情绪的夹杂中，事

实往往失真 ；在意见的主导下，观点常

常偏颇。在新媒体成为便捷传媒平台的

背景下，借助这种平台交流甚而交锋，

本是十分自然的现象，但如果将这类新

媒体以及它所发布的各种信息作为真

实资讯的唯一或主要渠道，则可能流于

天真。

传媒方式的如上变迁，同时提出了

需要加以正视的问题。在各种“小道”

信息借助新媒体而快捷传播的时下，如

何以同样的传播形式提供真实、可靠的

资讯，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反观当

时各种信息，除了极少数可能触犯法制

外，相当部分内容，包括对作为殉职烈

士的医生及其言行的怀念，都至少表达

了特定时期一定群体的民意，对这些信

息以“堵”等简单化的方式处理，既反

映了治理、执法方式上的粗糙甚至低水

平，也在客观上容易导致脱离群众、疏

远人民。事实上，堵实质上可能成为平

庸之作、负面信息传播的助力 ：堵之越

急，常常传之越广。避免各种失真传闻

的最好方式，是提供真实、可靠、权威

的资讯 ；避免大众情绪对立的有效途

径，是改变简单粗糙的堵，而代之以导。

治舆情如治水，一味堵，其结果往往适

得其反，严重者，可能导致官僚主义并

偏离民意。从这方面看，具体职能部门

对相关情况的处置方式、鉴别能力，显

然亟待提高。如何一方面提供阳光下的

真理和事实，另一方面倾听真正来自人

民的声音、避免与最广大群众的分离，

是检验执政水平、改善治理方式无法回

避的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是前辈开创

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传

媒方式变迁的时代，以与时俱进的方式保持这一传统，

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这次疫情，在某种意义

上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在抗击疫情的重要阶段，

回归理性思维愈发显现其重要性。理性思维帮助我们

更加尊重社会治理与新闻传播的规律，避免情绪化与

意见化，更为实事求是地处理与疫情相关的重要问题，

以科学、积极的方式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克时艰。

尊重理性要求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尊重理性要求我们尽量避免非此即彼、抽象简单

的思维方式，超越情绪化意见和单向的视域。在疫情

中出现的各种意见、观念背后，可以看到更为深层的

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对相关现象非此即彼、简单抽象

的考察，构成了情绪化的意见形成的方法论根源 ；各

种纷争、共鸣，也往往由此而生。一些论者突出抗疫

过程的消极面，并主要关注防疫隔离的负面效应，由此，

所见所闻，也相应地呈现某种灰色、阴暗的色调。然

而，相关应对方式又是非常时期的不得已之举 ：从后

来疫情发展情况看，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之举，后果

可能无法设想，也难以承受。仅仅见其一面，无视其他，

这首先体现了抽象的思维方式，后者又与情绪化的心

理取向相互交融，对相关现象的考察以抽象化与情绪

化相杂的方式展开，自然地容易引向前述灰暗基调。

随着域外疫情的爆发，其治理应对的缺陷和失误，

也渐渐显露。由此，另一种片面的趋向也开始出现 ：

所思对象虽不同，但思维趋向则相近，它的背后，是

同样抽象简单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这里可以看到

二种相反的立场。对于域外频发的乱象，原先对域内

疫情治理过程指责不遗余力者转而变得比较宽容，其

甚者更是常常以彼方“医疗实力如何了得”“反应机制

如何有效”等等，为之曲意辩护。与之相对的，则是

某种幸灾乐祸的反应 ：在域内疫情初起时，域外常常

投来鄙视、幸灾乐祸的目光，而当更糟的情况出现于

域外时，人们往往报以类似的情绪。以上两者相反而

相成，体现了同一种偏狭的视域。在这种彼此对立的

意向中，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情绪的冲突，而且不难

看到非此即彼的抽象思维趋向。然而，就现实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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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这种抽象简单的思维趋向既无法提供关于对象

的真实图景，也无助于思考和分析社会治理背后存在

的不同问题，人们由此获得的，往往仅仅是情绪化的

满足。

疫情期间涉及信息的传播以及相关情形的介绍，

后者进一步关乎事实的把握及其理解 ：对事实的这种

把握和理解，同时构成了评论相关人与事的主要依据。

尽管切实、充分地把握事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如其所是地面对现实，却应成为理性分析的基

本要求。在这方面，需要避免的是对事实的选择性立场。

在疫情流行期间，无疑存在各种需要对其作批评性反

思的现象以及灰色面甚至阴暗面，不过，抗疫过程中，

同样也出现了众多高尚的人与事，如实地面对事实，

便至少需要兼顾以上两个方面。当“事实”不仅来自

传闻，而且被选择性地对待时，这种“事实”便不免

失去其本来意义而流为某种观念引导的工具。

在特定的语境与一定概念或原则的关系上，思

维的抽象性得到了另一重体现。疫情期间曾出现了

各种意见的纷争，后者虽可能直接源于对某种现象

的不同看法，但其背后，常常是对更一般意义上的

原则或观念的不同接受或认同。以疫情中对隔离等

规定的议论和评判而言，批评者常以人权、自由等

为依据。然而，按其本来形态，这些原则显然难以

孤立地加以理解。同样，判定相关规定是否违反这

些原则，也不能仅仅凭借对口号的抽象确认。在不

做适当限制便无法阻止疫情蔓延的特定条件下，以

“人权”或“自由”的名义让病毒任意肆虐，显然是

对人权和自由本身的亵渎。

在抗疫过程中，同时可以注意到不同形态的自我

形象及其内在的精神世界 ：与隔离相关的是“克己”，

伴随着赴难而行的是“舍己”，它们在不同的意义上

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其中，“舍己”更为突出地展现

了人性的力量。宽泛而言，疫情中的情感呈现还表

现为病床上的自忧、宅居中的自怨，等等，从文学

书写的角度看，人性的这些方面，都有其值得关注

之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也常因对精神世界或

内在情感的不同描述而获得多样意义。然而，在历

史的不同时刻，人性关注无疑应当有不同的具体侧

重。在流疫的蔓延已将人推向危难之

境的严峻关头，人性的关切首先也应

指向抗疫过程中克己、舍己之举所体

现的人性光辉 ：从广义社会的角度看，

让人们正视那些消极方面显然不无意

义，然而，正如当大火吞噬生命、洪

水危及生存之际，关注之点首先应指

向其威胁生命这一面，而非其照亮黑

暗、流水潺潺的诗意之境，同样，在

身处大火扑面、洪水汹涌之时，其所

急迫者，也不是渲染已为人知的“消

极面”。

尊重人性、关切人类是理性的

应有之义

尊重理性要求我们避免某种极端的

理想化、盲目自满或自卑的心态，关切

人性和人的尊严。从更为内在的层面看，

应对疫情的过程同时存在价值层面上的

问题。在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种情绪化的

意见中，往往渗入多样的价值关切。然

而，无论是对疫情所涉治理过程的责难，

还是对域外的隔岸观火，都常常缺乏更

广意义上的人类关切或天下情怀。否定

和责难的背后，是对某种体制的理想化 ；

另一方面，对域外乱象的幸灾乐祸以及

与之相关的盲目自满，展现的虽是相反

的心态，但同样不难看到价值观念上的

偏向，后者不仅表现为人道关怀的缺失，

而且以肤浅的自我满足为其形式。

疫情的应对和处置，关联着一定的

体制及其治理过程。作为一个重大的突

发事件，疫情也引发了对体制及治理形

式的不同看法。前面已提到，从具体的

应对机制、治理方式看，不同的体制无

疑都存在需要反思、调整、改善的方面。

就历史衍化而言，人类文明仅仅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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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从大的时间尺度看，这只是短

暂的历史时期。在人类的延续和演进过

程中，社会自身如何趋向于合理的治理

方式，无疑需要不断探索，认为迄今为

止的某种治理形态已经至矣、尽矣，无

须变革和改善，这既是非历史的，也缺

乏实质意义上的人道关切 ：它意味着将

远未达到完美形态的某种治理形态理想

化，并由此终止人类不断迈向真正的自

由过程。

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如何应对流

行之疫背后更为深沉的问题，是如何看

待人自身以及是否承认人的尊严和价

值，而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尊重人性

应该是理性的应有之义。这里同时涉及

人性及其意义。人性首先体现于人之为

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人性，意味着承认

和尊重人的这种内在价值。从其历史源

头看，人由自然的存在成为人性化的存

在，以人与社会的关联为前提。马克思

已指出这一点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

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

的存在。”①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合

乎人性”这一提法，引申而言，判定某

种治理方式、体制是否合理，归根到底

以是否“合乎人性”为依据，对社会治

理方式的反思、调整、改善，最终也以“合

乎人性”为指向。由此考察，则迄今任

何一种治理的方式，都既无法判定为至

上的理想形态，也难以奉为终极的依归

目标。以域外的某种治理体制为完美形

态，不仅缺乏历史的眼光，而且未能真

正体现远大的人性关切。

人性的关切，同时关乎反思和批评

的目标指向。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曾出

现了各种众所周知的问题，除了一开始

上下沟通、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透明性、

某些职能部门的运行方式等方面存在的

诸种不足甚至缺陷之外，在别无其他选择、不得已而

以封城为手段的疫情防控过程中，一些具体的做法可

能也存在需要加以考查和总结之处。然而，从价值的

层面看，这里同时关乎不同的目标指向 ：如同建筑过

程所涉及的拆旧和建新，拆除旧房，可以是为了建设

更好的楼宇，也可以仅仅是为拆除而拆除 ；前者以建

设性的目标为指向，后者则主要限于否定性的活动。

从社会治理的反思和批评看，如果这种批评和反思旨

在走向更为有效良好的社会运行，并让人的存在更加

合乎人性，则它无疑具有建设性 ；反之，如果仅仅为

破而破，则建设性的意义便疏离其外。在应对疫情这

样的历史时刻，以建设性的方式关注治理过程、通过

批判性的反思以推进社会走向更合乎人性的形态，无

疑具有更为紧迫的意义，与之相对，一味地指责，试

图通过各种质疑以展示价值立场上的所谓“独立”性

或“优越”感，则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关切

和人道关怀。

历史地看，此次疫情可以视为全球人类面临的一

次重大的挑战。就其来势之凶猛、波及之广泛而言，

也为近几十年所仅见。遏制病毒蔓延过程中形成的独

特交往方式，使网络化生存成为人们不能不关注的现

象 ；世界性的边境关闭、国际产业链的受阻，向全球

化过程提出了前所未遇的严峻问题 ；人与人、国与国

之间的相联而又相隔，既要求人们以更为合理的方式

承担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也凸显了人类命运的休戚与

共 ；经济运行和生命价值的张力，则使后者在人的存

在中的优先意义空前突出，如此等等。以上情形从不

同方面显现了疫情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人类生活

的内在影响，其背后则不仅涉及国际政治格局、经济

秩序的调整等具体的历史变迁，而且蕴含人类向何处

去这一更为深沉的问题。疫情发生非人所愿，但身处

其中，人不能无所作为，如何使之成为推进历史发展

的契机、如何由此使人的存在朝更为人性化的方向演

化，是人类自身需要深思的问题。

①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马克思恩

格 斯文集》，北

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187页。


